
 

“一带一路”的安全短板如何转变为中国贡献世界的机遇？ 

 

中巴两国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王义桅表示，将来“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考虑怎么给世

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让世界更加美好。 

 

“如何评估和管控‘一带一路’面临的安全风险，如何构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

政治学，如何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经济合作等等，均是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教授在首届“一带一路”安全研究高层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点明

了举行本次论坛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这次会议于 6 月 11 日在上海政法学院召开，由上海政法学院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来

自全国近 20 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代表就“一带一路”相关的安全问题、外交战略、文化宗

教、区域治理、经济合作等主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对于“一带一路”的

安全问题，学界可以在五个方面大有作为，即：参与安全问题；安全案例分析；安全归类探

索；安全理论建设；安全咨询建议。 

 

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风险都在那儿 

 



“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诸多风险，与会专家基本都认同这一点。杨洁勉在主旨演讲中引用

国际关系学院储殷教授的观点，认为具体存在五大风险：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

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纲则从“一带一路”必经地区的安全形势、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法律体系的差异、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沿线国家的财政状况等几个方面，

详细论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需克服的安全、法律、政治、金融这四方面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从 2010

年到 2040 年的 30 年是世界转型期”，“一带一路”的建设恰逢这个大转型时期，“这三十年

是世界处于大碰撞的时期”，即使我们不搞“一带一路”也“一样有风险”。 

 

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学堂教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转型期会有风险的必然性，

他认为目前正是世界格局大转变时期，“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对自己的定位感到满

意的”，在大国战略转型期，“这种现象可以说很正常。” 

 

国防大学战略部副主任唐永胜教授也表示，国际体系正处在加速变化的重要时期，世界主要

国家都在调整各自的战略，使得大国博弈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的安

全问题也需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则更具体地谈到了在我国海外利益有了长

足增长，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相关国家战略调整、大国地缘政治角逐加剧的背景下，使



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具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国内与国际因素互动，政治与经济因素共

振这三个特征。 

 

有风险就有机遇 

 

中亚、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风险较高的区域。上海政法学院的谈谭副教授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做了一个风险评估表。他认为安全风险最高的应该是中东，而中亚五国中

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其他四国权力机构体系潜在的政治风险已露出端倪。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首席专家潘光研究员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

的中亚、中东地区存在很多“连接带”，或称“断裂带”。这是由不同文明、宗教在其涵盖区

域之间发生的接触、碰撞所形成的。 

 

尽管“断裂带”这个名称听起来有些“负能量”，但潘光认为“断裂带也好，连接带也好，

融合是主流，冲突是支流”，而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则正相反。究其原因，“融合是潜移

默化的，往往看不到，而冲突看得很清楚。” 

 

潘光认为，“断裂带”的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在那里出现的宗教极

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决不能代表那里的民众。而不同文明、民族、宗教的对话包容、合作互建、

共同发展才能为当代丝绸之路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我们应该把基础设施的应建设与人文交



流、思想交流、精神交流、哲学交流等软建设结合起来。谈谭也表示，我们现在与中亚社会

精英阶层，特别是底层接触较少，有必要拓展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与中亚各种社会力量，

包括一些 NGO 联系，增进底层民众的互信。 

 

王义桅则进一步阐发了“断裂带”的融合所能发挥的作用，他认为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同样一件事，西方看到是断裂带、冲突带，中国就辩证地来看，冲突中有机遇，机遇中有

风险”，我们“能不能把‘一带一路’看成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一个思路”？ 

 

中国的贡献：“兼容性”和“安全利益共同体” 

 

除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风险，与会学者也谈到了域外国家“拆台”的可能。清华大学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刘江永教授就提到美国可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搞政治颠覆，导

致中国与这些国家领导人谈成的事，“就可能一风吹了”。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去年 3 月在布鲁金斯学会曾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中亚新政策，

对中国在中亚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表示支持，并寻求中国在中亚进行更好的协作。 

 

潘光也提到了布林肯的这次演讲，并转述了美国学者对此的看法，即美国要遏制中国在海上

的发展，而希望中国“陷在”中亚和中东。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也认

为，美国在欧亚大陆没有至关紧要的战略利益，倒是有点希望“中国搞得不好陷在欧亚大陆”

的意思。 

 



“我总的感觉是美国人作为老的霸权国家，不希望新兴国家向海洋扩展，而希望你陷在陆地。”

潘光说道。对此，刘江永也有同感，他认为美国基于现实主义的传统战略思想，是不会允许

中国“海陆通吃”的。 

 

面对“一带一路”域内域外的诸多安全困境怎么破？与会的不少学者都提到了可以打造一个

兼容性更强的安全利益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认为，现在欧亚大陆到了一个“提大战略

的时候了”。欧盟有北约东扩计划，俄罗斯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美国则提出了“新丝绸之

路计划”。邢广程认为欧盟与俄罗斯的方案有很大的矛盾，美国的“新丝路”与中俄也有矛

盾，相较而言，“一带一路”的兼容性更大。 

 

刘江永也说，“一带一路”的特点就是通过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和平合作实现共赢，实现

和持续发展和和持续安全，其包容性和开放性远远强于历史上的“争霸主义”。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教授则提议将“一带一路”的内容与联

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和美国的一些全球倡议对接，以推动“一带一路”的全球化。 

 

邢广程和王义桅两位学者都认为建设“一带一路”不光是中国的事，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

的参与方有共同利益，也应该共同承担风险。邢广程主张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将经济

利益应与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王义桅则认为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绕不过去的“邻

国”，可以考虑引入美国公司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这个风险咱们一起来承担”。 



 

王义桅表示，将来“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考虑怎么给世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让世界更加

美好，“我觉得中国对世界重要的贡献除了发展以外，现在在安全上也应该有更大的贡献。” 


